
孔子應對“君不君”的雙原則
———正當性的質性與量性

周國正

提　 　 要

孔子在《論語》中提出正名論，要求君臣父子各如其份，但

在君不君時當如何應對卻並無正面討論，我們只能通過他對政

治人物的評價態度及自身行爲而去推斷。本文先論定孔子心目

中何謂君君———君主如何才具有正當性，跟著探討他對幾個君

不君事例的態度；最後通過正名論可否逆向運作———由循名責

實轉爲以實定名去揭示孔子對待有關問題時真正抱持的原則，

即既作質性又作量性的考慮。

關鍵詞：孔子　 孟子　 君不君　 正當性

一、 引　 　 論

儒家的追求，是在現實世界中建立道德秩序，最關注的不是

名利成敗而是是非善惡，《論語》一書主要就是這樣的論述指

引。是非善惡不僅見於個人的行止去就，也兼括君臣之道的家

國範疇。如何爲君，如何爲臣，什麽有所必爲，什麽有所不爲成

了探索思考的首要對象。



是非善惡是就一物一事的質性而作的道德判斷，不同的道

德體系固然可以得出不同的結果，就同一體系言卻應該是内部

一貫的。不過，如果我們用這個標準把《論語》的不同章節互

勘，再與孔子本人或孔門弟子的行事交相印證的話，就會發現不

少啓人疑竇的地方。最明顯的就是季氏等三桓在魯國專權，甚

至放逐昭公（詳後），是典型的臣不臣，但孔子在提倡正名的同

時又與他們共事合作。是《論語》前後矛盾，孔門言行不一？抑

或是另有我們忽略了的因素？本文即通過孔子（孔門）如何應

對君不君這類情況去進行考察。

在討論孔子如何應對君不君之前，必須先確定怎樣才算君

君，現代流行的説法是統治者如何才具有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不過，首

先要指出的是，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一般譯作合法性，但在政治學用語中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説的並非符合法律與否，具有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而是在政治社會互動中是否得到人民的承認接受〔１〕；例

如在革命初期，革命領袖 ／革命黨派進行種種活動以推翻現有政

權，顯然是違法的，但卻往往得到很多人承認接受，可見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可以互相對立，所以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更恰當的翻譯是認

受性。其次要指出的是，認受性在現代西方政治理論中地位很

重要，因爲其政治理念預設了統治權力來自人民，由人民所賦

予，所謂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民有）〔２〕，因此能否得到人民承認接受成

爲應否擁有政治權力的理念根據。但統治權力來自人民在中國

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觀念，不僅在先秦時代没有這樣的看法，甚至

到清代中晚期接觸過西方思潮之後，在開明的知識精英之中也

没有這樣的共識，例如撰寫過《海國圖誌》的魏源，雖然提倡擴

大官僚系統之外文人參政的空間；《校邠廬抗議》的作者馮桂

芬，雖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主張以“千百人之公論”由下層官員

推舉上層官員，但他們都從來没有類似“主權在民”的看法，因

此人民認受與否儘管事實上對能否擁有政權有重大影響，如

《孟子·萬章上》所説的“人與之”，但在時人的認識中卻非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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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否擁有政權的唯一關鍵理據，否則孟子也無須在前面加上一

句“天與之”了〔３〕。湯武革命，弔民伐罪，得到人民的認可，但齊

宣王仍然向孟子作以下的提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

君，可乎？”〔４〕顯然不認爲政治行爲的合宜與否當以人民承認接

受與否爲主要依據。

因此，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譯爲合法性不僅在翻譯上不準確，其整個

概念的根據———人民認受與否———對分析先秦政治思想也是不

盡適用的，因此本文改用正當性一詞，正當是指合乎判斷者所依

據的價值體系，具有“是”、“善”的性質，不著重政治現實上是否

如此，而關注在政治倫理應否如此。其實，即使純粹從人民承認

接受這角度來看，也很難想像人民會完全承認接受一個他們視

之爲不公義的政權（敢怒不敢言並非真正的承認接受），哈貝馬

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在論及政治運作體制的時候，雖然强調參

與者（人民）的意願，但也不忘卻其中要有一個道德基底〔５〕。正

當性（ｒｉｇｈｔｆｕｌｎｅｓｓ）、合法性（ｌｅｇａｌｉｔｙ）、認受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三者雖

然很可能互爲依據，交相重疊，但概念上卻必須區分。正當性基

本上是道德範疇的概念，選用這個充滿道德意涵的用語，作用亦

在於顯示孔子的政治觀是他道德觀的延伸。

二、 孔子對君主正當性的看法

君主如何才具有正當性（君君），《論語》並未作過正面討

論，我們只能利用相關資料進行推斷。春秋時期君權主要來自

封建制度下的宗法世襲，雖然也有兼併、篡弑、僭越的情況，但基

本上只在統治階層之中發生，後代如劉邦、朱元璋等以平民聚衆

起事而爲天子的情況還未出現，因此，君權大半決定於宗法世襲

而不是民心向背，血緣與命運比之才德與政績更爲關鍵。

在孔子時代，君權是如此得到的，但這只是事實的陳述，並

非價值的判斷。要問的是，用這種方式得到君權是否具有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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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此孔子没有明白地説出來，但也没有批評質疑，至少也是

承認的〔６〕。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推論孔子視之爲具有不可侵

奪的正當性，《論語·憲問》及《左傳·哀公十四年》都記載了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要求魯哀公加以討伐的事〔７〕。從當時齊

國的政治實況看，陳成子大權在握，是齊國的真正統治者，齊簡

公不過徒居虚位，而且陳氏家族治齊的政績表面上看還是相當

不錯的〔８〕，孔子之所以堅持視齊簡公爲齊君，視陳成子爲須加

討伐的大逆，其潛在根據當在於齊簡公是具有正當性的君主，而

其正當性的來源亦不外乎世襲而已。孔子類似的態度亦見於

《論語·先進》：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

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

父與君，亦不從也。”〔９〕

弟子替上司工作時委曲求全，孔子接受這種做法，但底綫是不能

弑（父與）君，至於這君主的實際爲人與施政是否也要符合某些

最低要求，就未加討論；從字面看，只要身居君位就不可弑，由於

當時君權出於世襲，故可以推論孔子對世襲君位的承認與尊重。

以世襲，不以篡弑得君位是君位正當性的重要，甚至是必要

條件。

不過，得君位固然須以其道，但並不足够，還要處君位也以

其道，如此正當性才充分具足。這種理解是必須的，否則就無法

解釋孔子何以提出正名論，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１０〕。

簡言之，君權的正當性要由兩方面決定，一是權力的來源，二是

權力的行使，借用傳統説法就是如何得天下與如何治天下。一

如上文所述，孔子承認當時通行的政治秩序，在一般情況下，權

力的來源只能出於宗法世襲，這個先決條件對權力的理性轉移

造成很大限制，也自然局限了孔子對如何治天下的表述，他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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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已世襲爲君者表現與其名位相稱的行爲品德，這樣才可以

在不改變政治現實，不干犯世襲君位的情況下滿足政治中的道

德要求，我們認爲正名論應當就是在這個背景的限制之下而提

出的：

《論語·子路》：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

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

《論語·顔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１１〕

有關“正名”的討論在《論語》中只出現過上面這兩次，但在孔子

的政治哲學中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他的思想體系的有機

構成之一。我們都知道孔子重禮，但作爲典章制度、行爲規範的

禮並非孔子的發明，周禮始建於周公，孔子對禮的主要貢獻不在

於其程式儀文的制定，而在於背後“禮之本”的價值發現與價值

賦予。無論是《論語·八佾》“人而不仁，如禮何”或是《論語·

陽貨》“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１２〕，都清楚顯示孔子要求禮要

有一定内容以與其形式相稱，有諸外者亦應有諸内，不能徒有其

形，徒有其名。正名論其實是相同思路下的不同表達，君主的名

位是一種名相形式，所以有君主之名就要行君主之實（“正名”

其實應稱爲正實，要求有其名者有其實），其思路邏輯與由禮之

文而求禮之本完全一致，正名論和禮之本兩種提法的背後理念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與君主之名相應的君主之實當是甚麽，孔子雖然没有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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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但通觀《論語》各章節，卻不難把其中要點找出來：

《論語·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

《論語·子路》：樊遲請學稼……子曰：“……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論語·爲政》：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

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則勸。”

《論語·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論語·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

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

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

《論語·雍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

而遠之，可謂知矣。”〔１３〕

或是正説，或是反説，語調語氣或異或同，歸納之後可以看到孔

子對管治者的要求是：己身端正，行事循禮，親親慈幼，敬事，守

信，節用，愛民，尚義。這些要求耳熟能詳，無須再特别討論。

三、 孔子對不君的態度

確定了孔子要求當如何得天下與如何治天下之後，我們可

以開始探討孔子如何應對君不君的情況。《論語·憲問》：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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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左傳》所載，衛靈公是家不齊，國不治的君主，在位期間以至

死後禍亂相繼。昭公二十年他的司寇齊豹和北宫喜、褚師圃、公

子朝等人作亂，逼得他倉惶出走，後來齊豹與北宫喜内鬨，齊豹

被殺，他才可以回國，還要與亂黨之一的北宫喜結盟才可以再作

衛君。其母宣姜和亂黨之一的公子朝私通，可能也參與了叛亂，

亂平後更被處死〔１５〕。靈公的妻子南子則以淫蕩爲國人所譏，定

公十四年，他的兒子蒯聵忍無可忍，要謀殺南子，事敗而被放

逐〔１６〕；君位後來傳給了孫兒輒，種下了禍根，十多年後（哀公十

五年）蒯聵回國和輒爲了君位父子相爭，引起内亂，孔子的弟子

子路更爲此殉難〔１７〕。

由此可見衛靈公之爲君極有問題，顯然是君不君，但《論

語》中的討論僅從政治現實層面著眼，只解釋衛靈公何以没有

失去政權，但没有從政治道德層面去評論衛靈公是否應該失去

政權。雖然我們可以説，因爲康子如此提問，所以孔子也只能如

此作答，但通觀《論語》，始終看不到當“君不君”之時，孔子會否

認爲“此君應廢”。换言之，孔子提倡有君主名位者當行君主之

實，但没有倒過來討論當不行君主之實時，是否應廢其君主名

位。類似的事例也見於《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當時晉人把范

宣子的刑書鑄爲刑鼎，孔子認爲是不恰當的：

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

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

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１８〕

把法律條文公佈出來是否不當，這個問題此處不論，至少在孔子

眼中這會造成“何以爲國”的禍端，不過，重點始終在於對現實

政治的影響，並不在於此舉會否破壞其政權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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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孔子對“不君之君”與“不臣之臣”的態度按正名論的原

則互相比較，更可以顯出其中的曖昧。爲人臣者當然亦有一定

的要求：

《論語·公冶長》：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

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論語·衛靈公》：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論語·學而》：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

之學矣。”

《論語·子路》：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己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論語·憲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１９〕

最主要是對君主盡忠，盡忠的具體表現是恭敬、致力，但恭敬、致

力是有原則的，不能盲從。如果“臣不臣”，君主應該處罰革退

不用説，爲人臣下者也須自行引咎，不應再戀棧權位，前引《論

語·先進》“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即其明白宣示（見注 ９）；落

到具體事件，則有《論語·季氏》的一段：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玉毁於櫝

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

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

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

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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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

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

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

也！”〔２０〕

其中“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與“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如出一

轍，都顯示了孔子對臣子的要求是：無其實者應自去其名位。

遇到最“不臣”的情況，甚至他國之人也應該予以懲處，就如前

文提及的陳成子弑簡公，孔子要求魯哀公越境討伐一樣。

孔子對“君不君”與“臣不臣”的態度明顯不同，對前者態度

頗爲含糊，顯示孔子對來自封建宗法的世襲君位相當尊重，接受

傳統的政治秩序，對後者則要求名實相副，無其實則應去其名，

加以處分甚至討伐，這種不一貫凸顯了正名論中在政治倫理上

具有重大意義的問題。

四、 正名論可否逆向運作———由
循名責實轉爲以實定名

　 　 按正名論，有其名則應有其實，那麽可否倒過來———有其實

而取其名，無其實而去其名？這個問題應分兩步來回答。首先，

從理想的角度看，這種情況根本就不應發生，因爲按孔子思想，

一個人的行事應在其名位所要求的框架内進行，《論語》中亦不

止一次强調這一點，除前引有關正名的兩段外，還有：

《論語·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論語·憲問》：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２１〕

都應該作同樣理解，一個人不安於其位而行，結果就是僭越，孔

子深以爲戒。但理想歸理想，現實上卻不斷出現僭越之舉，而且

就在孔子的父母之國。按《史記》，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前 ５５１），卒於哀公十六年（前 ４７９），其主要活動時間爲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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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及哀公期間。而早在襄公之前數十年，魯國的實際統治權

已在三桓（仲孫、叔孫、季孫），特别是季氏手中，《史記·魯周公

世家》謂魯文公卒，宣公立之際，襄仲殺適立庶（立宣公）：“魯由

此公室卑，三桓强。”〔２２〕按魯國世系，宣公立十八年傳至成公，又

十八年而傳至襄公，而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假定孔子二十歲出

道，當在昭公十一年，其時三家用事已近八十年。雖然三家有不

守禮之處，《論語·八佾》“八佾舞於庭”及“三家者以雍徹”（以

雍爲徹乃天子不禮，而魯三家竟然僭用）〔２３〕，但總體而言政績是

相當不錯的，而且得到列國諸侯大夫的尊重，例如：

成公十六年，魯國宣伯（叔孫喬如）意欲侵奪孟獻子與季文

子的權力，向晉人進言謂季、孟有貳晉之心，想借刀殺人，但當時

魯大夫子叔聲伯指出：“若去蔑（孟獻子）與行父（季文子），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

之，魯必夕亡。”而晉范文子也爲季文子辯護：“季孫於魯，相二

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

侯何！”所以最後季文子可以安然回國；又《左傳·襄公五年》也

記載：“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

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

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２４〕季氏的後

人雖然不如季友、季文子出衆，但總體而言也相當稱職。此外，

魯昭公是被三桓放逐的，但魯國人民卻很接受，還引出了一段很

有名的對答，《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

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

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

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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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

庶，主所知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

也……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

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

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２５〕

季氏的施政實績顯然得到認可。

到魯定公九年，魯臣陽虎請齊師伐魯，但齊鮑文子加以勸

阻，《左傳·定公九年》：“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

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２６〕種種證據都顯示，三桓管治

魯國相當稱職。

不僅如此，按《左傳》記載，季孫（季平子）在昭公被逐之時

實際已“行君事”，他在定公五年卒於房，陽虎想用魯國的寶玉

璵璠爲之斂葬，但仲梁懷不答應，理由是“改步改玉”，杜預如此

注解：“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

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２７〕（古代君主與大夫步履不同，

佩玉要分别與之相應。）顯然季孫在昭公被逐，定公未立之時是

以臣爲君，當然是僭越。就現有資料所知，孔子對此並無批評。

至於在政治現實上，孔子既與三家保持共事合作的關係〔２８〕，而

其弟子子路、冉有等都曾爲季氏宰，爲之服務。而最值得注意的

是，陽虎用事之際曾經“欲盡殺三桓適”〔２９〕，孔子卻爲此慨歎：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三桓之子孫，微

矣。”〔３０〕（《論語·季氏》）“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顯然是惋惜感慨，而“三桓之子孫，微矣”與之連文，顯然

也帶有惋惜感慨的意味。季氏長時間以來是魯國的實際的統治

者，有時甚至明目張膽（佩璵璠，祭宗廟）以君主自居，孔子對以

臣爲君的僭越者竟然表現惋惜之情，原因可能就在於這些人的

施政實績。因此，孔子的正名論不能機械地理解，還需要因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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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情況個别考慮，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量———程度”這一視角。

前文指出，按孔子看法君權正當性要由如何得天下（以世

襲）與如何治天下（以善政）兩者決定。其實，只要標準多於一，

就會出現符合甲標準，但不符合乙標準之時，當以哪一標準爲據

的問題，在不同標準之間要分出主次。因此，我們自然要追問孔

子認爲兩者之間何者更能決定政權的正當性，《史記·儒林列

傳》所載轅固生與黄生的一段辯論最能够凸顯兩個標準之間的

矛盾：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

士。與黄生爭論景帝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

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

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黄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

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

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

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

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

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

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３１〕

黄生重視如何得天下（以世襲，反篡弑），轅固生重視如何治天

下（桀紂虐亂）。轅固生的第二次發言其實也未能從理論上駁

倒黄生所執持原則，只是巧用策略把對方逼入窘境而已，問題完

全没有解決，所以漢景帝才要把論題永遠壓下。

孔子當然也要面對相同的問題。前文指出他似乎非常反對

篡弑，把“弑父與君，亦不爲也”視爲臣子不可逾越的底綫，這種

態度也可以用於解釋爲什麽孔子要求魯哀公討伐弑齊簡公的陳

成子。不過，如果孔子把這種態度絶對化，把一切弑君皆視爲不

當，就必須和黄生一樣反對湯武革命；但以篡弑手段而建立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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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卻是孔子最推崇的，《論語·八佾》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３２〕周文王、周武王更是孔門學習的對象，《論

語·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３３〕

按孔子高弟子貢的説法，孔子雖然轉益多師，但以文武之道爲

主；至於孔子對周公的推崇更是盡人皆知的。如果篡弑不可接

受，那對篡弑者的推崇學習又如何解釋？

武王伐紂的事雖然離孔子時代很遠，但《論語》以至先秦諸

子多通過對歷史人物的評論褒貶去闡述他們的理念取向，其一

言一行（有需要時甚至加以杜撰）都有典型性意義。文、武、周

公在先秦時代是代表性的人物，孔子對他們的推崇也一定具有

代表性的意義。以篡弑得天下而不加譏議，絶對不能視之爲無

心之失。而且，孔子對篡弑之事不加譏議也不是孤例，《左傳·

宣公二年》所載“趙盾弑其君”一事可爲明證：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

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

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

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

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３４〕

孔子一方面同意董狐如此記録，認爲趙盾需要承擔弑君的責任，

但另一方面卻説“惜也，越境乃免”，對趙盾因“技術性原因”而

要承擔惡名而深致同情。在整件事之中，孔子對“弑君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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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名義上要負責的趙盾或實際上行弑君之事的趙穿都没有予

以譴責，顯示他對弑君及背後所預設的君臣名分態度並没有絶

對化，簡單化爲“凡弑君者皆不當”。

五、 質性之外量性的考慮

究竟是什麽原因令孔子作出這種看起來或此或彼，前後不

一的判斷？這是不能不著力思考的問題。得天下與治天下有矛

盾時當以何者爲先，這是作質性的比較，但我們不能忽略的是孔

子除質性之外還有量性的考慮，《論語·子罕》一段記述極有啓

發性：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３５〕

這一節論及立身行道的次第難易，内中的四項可以分爲兩類，前

三者論質，最後者論量。“權”，原意是秤錘，作動詞時意爲計算

重量，再虚化引申則爲對事態的權衡輕重。由秤錘而計算重量，

再而權衡輕重，權的語義發展脈絡顯示出重點並非就一事的是

非然否作質性的判斷，而是就其輕重利害作量性的考慮，有時甚

至要捨常道而作變通，權變一詞即取義於此———權衡輕重而作

變通。不用説，所學、所適、所立前三者都要合乎是非，不乖正

理；此事任重道遠，所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以赴。不過，即使取向

正確，做到孟子所説的居仁由義，但如果最後不能在特定事態中

因應具體情況，釐清輕重主次，就難以作出恰當的權衡取捨，令

事情産生良好的結果。换言之，徒有仁心不够，還要善於斟酌衡

量去運用仁術，才可以真正地達致仁政。《孟子·公孫丑上》

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３６〕未

免把利害交纏的複雜政治現實説得太簡單了。

孔子這種質、量兼顧的態度從他對管仲的評價中可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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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論語·憲問》：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３７〕

《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

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

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

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３８〕

子路、子貢都就管仲不爲公子糾殉死而提出質疑，可見時人

視爲主殉身爲臣屬的道德要求，孔子對此全不反駁，大概也是認

可的。不過，儘管管仲臣節有虧，但功業上能够“九合諸侯，不

以兵車”，“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所以孔子仍然視之爲

仁者。參《史記·管晏列傳》，管仲的個人操守其實甚有問題，

儘管他厚顔自辯，但還是難以掩飾其虧待朋友，有負職守的事

實〔３９〕。孔子對管仲本人也有微言，《論語·八佾》説過他器小，

不知禮〔４０〕，但最終仍然給予仁者的嘉名，可見其中不僅有質性

（是非），還有量性（民到於今受其賜）的考慮。

量性的考慮在《論語》中其實是相當一貫的，《論語·

陽貨》：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

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

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４１〕

於父母之死是否有所感傷而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是仁或不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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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問題，但其感傷的持續久暫，是宰我的一年還是君子的三

年，卻是量的問題；爲什麽要定爲三年？因爲“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以此而定爲天下之通喪，更顯然是出於量性的

考慮。

量性考慮在“報”的問題上極爲重要（以三年之喪答三年父

母之懷，其實也是報的一種）。《論語·憲問》：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

怨，以德報德。”〔４２〕

《禮記·表記》所載相近而小異：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

所懲。”〔４３〕

《禮記》的提法看似更爲清楚明白，但其實卻隱去了《論語》原文

重要的一面。“以怨報怨”，只强調“報”在質性上要相同；但“以

直報怨”除了强調質性相同之外（其中的“直”與前句的“德”處

於對比位置，可知内涵指的是“怨”），還指出其報要恰如其分，

一旦過當就不是“直”了。《左傳·宣公十一年》舉了一個生動

的例子：

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

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４４〕

牽牛踐踏别人的田地庄稼，這當然不對，但如果因此而把對方的

牛搶過來，那懲罰就未免過重，並非以直報怨而是以枉報怨了。

是德是怨都要報，但所報與所施在質與量方面都要相稱，這才是

直，脱離了量，直與不直就無從説起〔４５〕。

《論語》中清楚用數字標出量的例子不少，例如：

《論語·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論語·公治長》：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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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斯可矣。”〔４６〕

孔子推重考道，盡人皆知，但他只要求“三年”而非“終世”無改

於父之道，當是由於對人性人事了解透徹，所以只提出“三年”

這個有節制的要求；儒家向來所强調的節制（相對於佛家的禁

絶），其實質也是量的考慮。孔子曾經教訓子路要“好謀而成”

（見《論語·述而》）〔４７〕。但謀定就要動，不能遲疑不決，所以一

思有暴虎馮河之弊，三思則有趑趄失機之憂，孔子的“再”，也是

從量的恰當與否著眼。

至於雖未明言，但其中隱含量的觀念的還見於以下語段：

《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

質彬彬，然後君子。”

《論語·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論語·衛靈公》：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子張》：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４８〕

在紛紛紜紜的“量”之中，有些比較容易計算，有些卻只能作相

對主觀的評估，前者如踩壞了的庄稼，要計值賠償大概不難；但

文質如何才是相稱而非相勝？如何才能避免既不過分進取的

狂，又非離群索居的狷而走向中道？這卻没有清晰的標準，非通

達世情飽經歷練者難以做得恰到好處。伯夷、叔齊“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見《論語·微子》）〔４９〕，清則清矣，但於當世恐怕無

大助益，其德可稱而其道則不可從；所以能出入狂狷，權衡事態

而循中道者世所罕有，孔子之所以把“權”置於志學、適道、立身

之後，視爲最難拿揑得當之事，顯然是他深有體會之後的經驗

之談。

我們固然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５０〕，但這只是質性的標準，如果加入作量性的考慮，發覺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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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懸殊，得失大異的話，就要想想是仍按常理常態去做，還是因

應特殊情況而作變通，這就是所謂經與權。其中的“權”一般理

解爲權變，有異於權衡的權，但分析下去，仍然不外是權衡輕重

而作變通，因爲從詞義發展的角度看，一詞由原義而引申爲甲

義、乙義，雖然有所變，但必然亦有所本，不會無緣無故地胡亂衍

化。經權中的權，如果不取義於衡量輕重而作變通，就難以解釋

何以要用權字去表示權變之意。如前所述，權仍然是一個量的

概念，在這方面《孟子·告子下》説得最透徹：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

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

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

乎！”……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

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

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

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

之乎？’”〔５１〕

從這個思路去解釋孔子的弑君一事的不同取態就怡然理順了。

弑君原則上是不當的，正如常識上金子比羽毛重，但這並不

意味任何情況下皆不應弑君，正如不能説任何份量的金子皆比

任何份量的羽毛重。當君主失德達致某個程度而臣子爲了人民

福祉再無選擇時，弑君即使是不應該的也至少是可以原諒的。

孔子對“以臣弑君”而得天下的周王朝非常擁護，對“弑其

君”的趙盾顯出同情，與僭越奪權甚至放逐魯昭公的季氏合作

共事，但卻力主要討伐弑齊簡公的陳成子。對周武王、趙盾、季

氏與對陳成子的不同臧否其實決定於有關君主“不君”的程度，

商紂爲虐天下，天怒人怨（至少這是周王朝建立後的主流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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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晉靈公狂悖貪婪，殘害忠良（《左傳·宣公二年》有關段落

就徑以“晉靈公不君”起句），兩人都是“不君”至極的代表，所以

周武王、趙盾（真正行事的是趙穿）所爲都有弔民伐罪的性質，

被弑者罪有應得，行事者救民水火，因此得到孔子認可；至於爲

季氏所僭越的魯君雖然“世從其失”（見前引《左傳·昭公三十

二年》趙簡子與史墨的對答），但並無大惡，罪不至死，而季氏雖

曾逐君，但亦未弑君，而且還“世修其勤”（同前引），得到人民的

接受，魯君並非很“不君”，而季氏也非很“不臣”，所以孔子願意

和他合作。但陳成子的情況卻大不一樣，按《史記》所言陳氏覬

覦君位，早有預謀，刻意利用權力收買人心，相反齊簡公按史乘

所載並無惡行，唯一的失■不外乎寵信陳氏的政敵闞止，在雙方

内鬥中觸發陳氏家族實行篡弑而已，齊簡公並非很“不君”，而

陳成子卻很“不臣”，所以孔子要鳴鼓而攻之。

可以這樣概括，孔子首先承認世襲君權具有自然（ｂ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的正當性，不接受“彼可取而代之也”那種取決於力量對

比的實力政治，這是他要討伐齊陳成子的潛在依據，因爲陳成子

弑君奪位，遵循的正是有能者居之的森林法則。不過，君位世襲

卻不是正當性的充分條件，還要符合爲君者須行君道這正名論

所指出的要求。君位來自世襲而君主又能行君道兩個條件都具

備時當然最理想，但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就會出現“君不

君”這情況，這時就不能不在兩條件中作出取捨，以一爲主或是

以二爲主，不過其中取捨卻並非純粹質性的比較，不能截然先一

後二或先二後一，還必須作量性的考慮，即“不君”程度的嚴重

性，“不君”嚴重的，則條件二凌駕條件一，不嚴重的則反之。這

是我們從孔子對武王、趙盾、季氏、陳成子的態度評價中逆推出

來的，由於孔子從未正面討論“君不君”時當如何應對，因此只

能根據他對弑逐君主的幾個人臣的評價作此推論。商紂、晉靈

公、魯昭公、齊簡公的“不君”程度由高而低（齊簡公的施政未受

譏評，暫且把他的不君程度定爲零），而孔子對“不臣”之臣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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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趙盾、季氏、陳成子亦相應由擁護至同情至合作至貶斥，就

是我們作出有關推論的根據。

這種關係可以用下面天平式的圖例去表示：















世襲權威
施政實績 × 量
（君主失德的程度



）

當然，何謂輕何謂重，孔子以及其後的儒者都没有作出明確

之指引，而缺乏明晰可操作的指引，恐怕是儒家一貫的缺憾。《論

語·鄉黨》描述過孔子燕居時如何飲酒，就是相同態度的預示：

唯酒無量，不及亂。〔５２〕

字面是“無量”，但“不及亂”這上限實際就是一個“量”，但又不

確定於幾壺幾盞，只由當時的狀態去決定，説到底，還是要由自

己因應具體情況去“權”。政治社會事態複雜萬端，何去何從，

知我罪我往往見仁見知，要作出恰當的權衡取捨極不容易，這當

是孔子把“權”置於四者之末的原因吧。

六、 結　 　 論

其實，當孔子提出正名論的時候，他就爲自己設定了新的問

題，正名論的理念是禮之文與禮之本應當相應，當禮從一種沿襲

故制的程式儀文而深化爲一種有價值意涵的道德秩序之後，則

禮所代表的各種體制行事，小而個人立身，大而君主施政，由外

溯内都須要體現某種價值要求、道德根據。再往下推，則自然會

出現以下兩個問題：第一，相應於君主這外在名位，其内在價值

要求、道德根據是甚麽？换言之，當孔子循正名思路得出“政治

權力的擁有者同時也應該是政治責任的承擔者”這結論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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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會逆向引出另一個問題，君位來自世襲這固有禮制背後有

何價值要求、道德根據〔５３〕？更尖鋭的提法是：世襲制度具有絶

對的正當性嗎？第二，一要求在名位的形式背後具有相應的道

德内容，就必然令名位的正當性依據在傳統世襲之外加上施政

實績，而當兩者不相稱的時候就要決定以何爲先，孔子的原則是

不在兩者之間作簡單化的質性比較，還包括量性的考慮，雖然傳

統世襲有自然的正當性，但如果失德嚴重，則亦接受極端情況下

的篡弑。這一點孔子没有明白説出來，後來終於由孟子“聞誅

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説出來了〔５４〕。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

注釋：

〔１ 〕　 １７ 世紀末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提出政府或統治者要得到人民的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ｔ）

及授權（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才具有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參 Ａｌａｎ Ｒｙａｎ （賴恩），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政

治論》）． ＮＹ：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 Ｌｔｄ．，２０１２，Ｂｏｏｋ Ⅱ，ｐｐ． ４６０ ４７０．

〔２ 〕　 此種看法可溯源於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他認爲各人協約把某些權利交

與某一個人或集團，並遵從此人或集團的指令，如此構成一政權（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同上注，頁 ４２１—４４７。

〔３ 〕　 魏源、馮桂芬的看法參 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Ｋｕｈｎ（孔飛力），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

ｐｐ． ２７ ５３ ＆ ｐｐ． ５４ ７９；孟子語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 年），頁 ３０８。

〔４ 〕　 同上書，頁 ２２１。

〔５ 〕　 參 Ｌｕｋｅ Ｇｏｏｄｅ （高迪），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

（《哈貝馬斯———民主與公共空間》）． Ｌｏｎｄｏｎ：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 ５６ ６３．

及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ｈｇ （力格），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ｔｈｉｃｓ（《話語倫理》），ｉｎ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Ｆｕｌｔ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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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ｅｄ．，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哈貝馬斯———關鍵概念》）．

Ｄｕｒｈａｍ：Ａｃｕｍｅｎ Ｐｕｂ． Ｌｔｄ．，２０１１，ｐｐ． １１５ １３９．

〔６ 〕　 按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韋伯）的理論，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訴諸傳統，二

是訴諸統治者個人的神魅（ｃｈａｒｉｓｍａ），三是訴諸程序的法理。所謂傳統就是

一向以來的習慣常規，因爲行之久遠，所以一般人容易視之爲理所當然，具

有價值而加以承認尊重。就此可參考陳弘毅《人權、啓蒙與進步》，見所著

《法治、人權與民主憲政的理想》（香港：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２ 年），頁 ２６—３９。

孔子對世襲君位的承認，當是出於相同的原因。

〔７ 〕　 分見《四書章句集注》頁 １５４；《左傳》，阮元：《十三經注疏》册 ６（臺北：藝文

印書館，１９８２ 年據 １８１５ 年版翻印），卷五九，頁 １０３４。

〔８ 〕　 參《史記·齊太公世家》：“（晏嬰）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

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５９ 年），頁 １５０３。其中的田氏即陳氏。

〔９ 〕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１２８。

〔１０〕　 同上書，頁 １３６。

〔１１〕　 同上書，頁 １４１、１３６。這兩章是《論語》中關於正名的僅有論述。很可惜，孔

子提出有其名 ／位者要有其實，但没有論證有其名 ／位者何以有相關的責任，

例如爲君者何以要愛民養民。兩引文所説的基本都是反面申述不正名則引

致不良效果，著眼於施政影響。可能孔子認爲君主對國家人民有責任屬於

理所當然，是毋庸説明的共識，所以没有從正當性角度加以討論。

〔１２〕　 同上書，頁 ６１、１７８。

〔１３〕　 同上書，頁 １４３、１４２、５８、４９、９１、８９。

〔１４〕　 同上書，頁 １５４。

〔１５〕　 同注 ７，《左傳》，卷四九，頁 ８５４。

〔１６〕　 同上書，卷五六，頁 ９８４。

〔１７〕　 同上書，卷五九，頁 １０３６。

〔１８〕　 同上書，卷五三，頁 ９２６。

〔１９〕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７９、１６８、５０、１４６、１５５。

〔２０〕　 同上書，頁 １６９。

〔２１〕　 同上書，頁 １０６、１５６。

〔２２〕　 同注 ８，頁 １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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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６１。

〔２４〕　 同注 ７，《左傳》，卷二八，頁 ４８０ 又卷三十，頁 ５１６。

〔２５〕　 同上，卷五三，頁 ９３３。

〔２６〕　 同上，卷五五，頁 ９６８。

〔２７〕　 同上，卷五五，頁 ９５８。

〔２８〕　 魯定公十二年，子路試圖墮三都，即季孫氏之費、叔孫氏之郈、孟孫氏之成。

這三家采邑當時由三家中已坐大的家臣控制，因此墮三都一方面固然可説

是削弱三家勢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説是幫助三家壓制其家臣勢力。

〔２９〕　 參《史記·魯世家》，同注 ８，頁 １５３４；《左傳·定公八年》，同注 ７，《左傳》，卷

五五，頁 ９６５。

〔３０〕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１７１。

〔３１〕　 同注 ８，頁 ３１２３。有關辯論亦見《漢書·儒林傳·轅固》，所記大略相同。

冠、履之喻則出於《韓非子·外儲説左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諸子集

成》本），卷一二，頁 ２２３。

〔３２〕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６５。

〔３３〕　 同上書，頁 １９２。

〔３４〕　 同注 ７，《左傳》卷二一，頁 ３６５。

〔３５〕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１１６。

〔３６〕　 同上書，頁 ２３７。

〔３７〕　 同上書，頁 １５３。

〔３８〕　 同上注。

〔３９〕　 同注 ８，頁 ２１３１—２１３２。

〔４０〕　 同注 ３，頁 ６７。

〔４１〕　 同上書，頁 １８０。

〔４２〕　 同上書，頁 １５７。

〔４３〕　 《禮記》，見阮元：《十三經注疏》册 ５（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８２ 年據 １８１５ 年

版翻印），卷五四，頁 ９０９。

〔４４〕　 同注 ７，《左傳》卷二二，頁 ３８４。

〔４５〕　 嚴格來説，以德報德也要程度相稱；不過世情往往因睚眦之怨而酷烈報之，

所以才特别要在報怨方面點明“直”字。

〔４６〕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５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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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同上書，頁 ９５。

〔４８〕　 同上書，頁 ８９、１４７、１６７、１９０。《論語·子張》一段，雖然並非孔子所言，但其

門人弟子將之編入《論語》，顯然視之爲合乎孔子的思想。

〔４９〕　 同上書，頁 １８５。

〔５０〕　 同上書，《孟子·滕文公下》，頁 ２６５。

〔５１〕　 同注 ３，《四書章句集注》頁 ３３８。

〔５２〕　 同上書，頁 １２０。

〔５３〕　 世襲制度，王船山指出“夫以族姓用人者，其途隘；捨此而博求者，其途廣”，

但還是加以支持，“然而古之帝王，終不以廣易隘者，人心之所趨，即天叙天

秩之所顯也”。見所著《讀通鑑論·宋文帝十一》卷一五 （臺北：世界書局，

１９７４ 年），頁 ２９３。不過，除了“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這

一點之外（王國維語，《殷周制度論》，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９

年，册 ２，卷一〇，頁 ４５７），不容易再爲世襲制度找到理據（尤其是在爭奪已

生的情況下），所以王船山只能泛泛的提出“天叙天秩”作道德光環。

〔５４〕　 同上書，頁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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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Ｄｕ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Ｕｎ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 Ｒｉｇｈｔｆｕ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Ｃｈｏｗ Ｋｗｏｋｃｈ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ｒｕｔｈｆｕｌ ｔｏ

ｏｎｅｓ ｎａｍｅ”，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ｔｏ ｂｅｈａｖｅ ａｓ ｏｎｅ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ｈｅ ｈａｓ ｎｏ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ｗ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ｗｈｅｎ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ｓ ｗｈａｔ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Ｗ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ｓ ｉｎ ｍｉ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ｈ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ｏｗ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ｓｕｃｈ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ｔａ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ａ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ｍｉ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ｕｎ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ｖｅｒ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ｒｕｔｈｆｕｌ ｔｏ ｏｎｅｓ ｎａｍｅ”，ｗｅ ｃ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 ａｎ ｕｎ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ｄｅｃｉｄ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Ｍｅｎｃｉｕｓ，ｕｎ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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